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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综合效益评价 

彭玉婷
1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合肥 230051） 

【摘 要】：新安江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是全国首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科学合理地评价政策实施效益

是生态补偿机制优化和管理的重要环节。构建多层次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选取 2011—2018 年水源地黄山市生

态、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采用熵权法定量评价水源地生态补偿综合效益，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效益的动

态演进过程。研究表明，随着生态补偿政策的推进，水源地综合效益不断提升，但增长速度变缓；生态效益提升最

为显著，社会效益次之，经济效益平均水平最低；三大效益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有机耦合系统。应注重采取多

元化补偿方式，挖掘绿色发展动能，增强全社会环保意识，激发内生动力，凝聚社会合力，实现在高保护中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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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生态危机要正确处理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推动发展转型。[1]水生态补偿机制作为调节水资源保护者（破坏者）

和受益者（损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可以达到整个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目的[2-4]。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尤其是区际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促进欠发达水源地打破“生态脆弱—环境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实现建

立在环境因子上的区域非均衡增长和协调发展的时空和谐[5-6]。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对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文件，如《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6]31号）、《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的指导意见》（财建[2016]928号）、《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的通知（发改西部[2018]1960 号）、《生

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发改振兴[2019]1793 号）等。 

在实践层面，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作为全国首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自 2012年正式启动，

经过近三轮的试点，新安江上游总体水质持续为优，形成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新安江模式”。安徽省正在谋划建设新安江-

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价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是否达到了目标所预期的实施效果，特别是跨界流域生态补偿

对水源地的影响，是目前学界和决策部门关注的焦点。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益评价是生态补偿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7]构建流

域生态补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科学、系统、全面地分析生态补偿政策给水源地带来的综合效益，及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优化和长效机制的构建，及全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框架已在国外很多流域建立，较典型的有美国 Catskills 流域、哥斯达黎加 Virilla 流域、厄瓜多尔的

帕劳科河流域、欧洲易北河和莱茵河流域等。国外流域生态补偿评价研究的重点偏向对个案、项目的案例研究，及对某一方面

                                                        
1
作者简介：彭玉婷（1985-），女，安徽霍山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生态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制度框架与路径选择研究”(18BJY082);安徽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安徽实践研究”(AHSKZD2018D03)。 



 

 2 

影响的评价。Miranda 等（2003）以哥斯达黎加 Virilla流域为案例，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生态补偿方案在财政、人力、

社会、物质和环境资本等方面的社会影响。[8]Pagiola 等（2005）探讨了环境服务付费对上游水源区贫困的主要影响方式，认为

当政策设计合理且当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生态补偿政策有助于减少贫困。
[9]
Kosoy 等（2007）通过对三个流域环境服务付费案

例的比较分析，发现补偿机制可能存在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不同的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权衡，由此限制了环境改

善和农村发展的多目标功能。[10]Locatelli(2008）等运用多准则模糊评价模型考察了哥斯达黎加北部地区的国家支付计划环境

服务，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有积极的造林、制度和文化影响，但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消极的。[11]Asbjornsen 等（2015）构建

水资源、环境、社会经济、项目绩效和治理体系五个方面的指标体系，评估了流域生态补偿对人与自然耦合系统可持续性的影

响。[12] 

生态补偿政策评估也是近年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在定性研究方面，主要采用对比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对流域生态补偿

政策实施前后进行比较分析。[13-14]在定量研究方面，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评估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绩效，包括政策设计、执行和

实施效率等，多采用成本收益法、数据包络法。[15-16]二是部分文献运用双重差分法等计量模型考察生态补偿政策对单一指标的影

响，单一指标的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同时存在局限性。如景守武等（2018）运用双重差分法，得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

点显著降低了上游黄山市和下游杭州市的工业水污染强度的结论。[17]张晖等（2019）运用 DID 模型估计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

试点使黄山市人均 GDP降低了 2.93%。
[18]
三是部分文献通过构建流域生态补偿评价指标体系，对生态补偿效益进行评价，多采用

层次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等。[19-23]但目前学界对生态补偿政策的评估方法和技术手段仍处

于探索阶段。[24]现有的指标体系不够系统全面，由于评价的侧重点和对象不同，流域生态补偿效益的综合评价尚未形成一个统

一、标准的指标体系。且在评价过程中，对各种效益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探讨偏少。 

本研究结合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重点，从生态、经济、社会三个角度，试图构建一个较为全面、合理的综合效

益评价指标体系，弥补已有研究在单方面分析和评价指标体系较为简单的不足，定量评价生态补偿政策对水源地黄山市产生的

综合效益，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三大效益协调发展关系的动态演进过程进行实证探究，以期为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

构建和在高保护中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现实参考。 

二、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新安江水源地黄山市 

新安江发源于黄山市休宁县，为钱塘江正源，是安徽省内仅次于长江、淮河的第三大水系，是浙江省千岛湖上游最大的入

湖河流。新安江干流长度约 359 公里，其中安徽省境内 242.3 公里，大小支流 600 多条。流域总面积约 11452.5 平方公里，其

中安徽省境内面积 6736.8 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 58.8%；黄山市境内 5856.1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 51.1%。2011 年，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关于千岛湖水资源保护情况的调研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浙江和

安徽两省要着眼大局，从源头控制污染，走互利共赢之路。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安徽、浙江两省于 2012 年正式启动新安江流

域跨省生态补偿工作，成为全国首个跨省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试点。上游水源地包括黄山市屯溪区、徽州区、歙县全境，

黄山区、休宁县、黟县、祁门县的部分地区；以及宣城市绩溪县的部分地区。 

本文考察新安江流域水源地黄山市的生态补偿综合效益，选取2011—2018年黄山市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从时间跨

度看，自 2012 年启动以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已完成每轮为期 3 年的两轮试点，第三轮从 2018 年开始，今年即将收官。截

至 2020 年 8 月，中央和皖浙两省累计拨付试点资金 41.6 亿元，水源地黄山市在此基础上，多渠道筹集资金，完成生态补偿项

目投资 177.6 亿元。随着试点政策的推行，水源地各方面的效益已逐步显现。从空间范围看，新安江在黄山市境内的面积占流

域总面积的 51.1%，占省内流域面积的 86.9%，获得生态补偿试点资金占总资金的 90%。同时，考虑到政策影响在一定区域内存

在外溢效应，以及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统计口径等因素，本文以黄山市整体为研究区域，使用全市口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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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徽省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补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补偿资金专项用于新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

2011—2019 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资金的建设内容主要为以下五方面：（1）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传统农业向要素驱动型农

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和农业资源趋紧的“阵痛”。
[25]
针对产生的污染，主要有农村保洁、河面打捞、水草、土壤

和村庄等环境整治、网箱退养、全市增殖放流、规模养殖场污染整治、农药集中配送、生态美超市等项目。（2）截污工程，主

要是城区垃圾处理、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沿江排污整治、农村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 PPP 项目等。（3）工业点源

污染治理，主要包括企业关停并转、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生态保护及产业发展基金等。（4）生态修复工程，

主要有上游水环境综合治理、河道综合治理等项目。（5）能力建设，主要包括水质监测体系建设、水环境管理系统建设、规划

编制、科普宣传等。但每轮政策的建设内容的侧重点不同。黄山市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试点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创新做

法，如农村污水和生活垃圾治理 PPP项目、农药集中配送体系、生态美超市建设、发展生态产业、制定村规民约等。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局、黄山市统计局等政府部门发布的数据资料，包括安徽统计年鉴（2011—2019年）、黄山统

计年鉴（2011—2019 年）、统计公报（2011—2019）等，以及《新安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试点绩效评估报告（2012—2017

年）》中的相关数据等。[26]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 

（二）指标体系 

1.目标和原则 

生态补偿政策是多目标的，评估生态补偿效率有必要同时度量与各个目标相对应的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指标的“额外增

益”数量。[24]综合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性文件，如《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

指导意见》《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等，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目标任务包括提升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改

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转变生态保护地区的发展方式，增强绿色发展能力；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促进形成

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生态补偿脱贫作为脱贫“五个一批工程”中的一项，也承担着助力脱贫攻坚任务。可见，水源地生态补

偿政策的目标是涵盖多方面多角度的，本研究依据科学性、合理性、完备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选取指标，构建多维度、

多层次复合型指标体系。 

2.指标的选取 

在参考已有研究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刘桂环（2015)[27]、李秋萍（2015）等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重点，本研究构建涵盖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多层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生态效益主

要是考察生态补偿政策对水源地生态环境各方面带来的影响，包括水环境质量状况、污染治理水平、污染排放情况等内容。经

济效益主要考察的是生态补偿政策给水源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调整、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补

偿资金投入等方面。社会效益是重点考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水源地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包括企业、公众环保理念、就业方

式变化、生活水平和质量等方面。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践行环保行为，提升环保理念和绿色形象。[28] 

评价指标体系由 1个目标层、3个系统层和23个指标层构成，包括 14个正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大越好）和 9个负向指标（即

指标值越小越好）（如表 1所示），其中，生态效益包括 10个指标，经济效益包括 7个指标，社会效益包括 6个指标。新安江的

水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生活和农业面源污染，黄山市采取了针对性治理措施，故在生态效益考察上，尽可能地包括相应指标

的设置。社会效益涉及一些主观因素，如环保理念的提升，无法直接衡量，将人均生活用水量表征社会公众环保意识变化，工

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表征企业环保理念的情况。 

3.权重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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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原始指标数据需先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各指标因量纲和数量级的不同造成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极值标准化的处理

方法，按公式（1）将 14个正向指标值和 9个负向指标值分别依次进行线性变换，各指标值 xij标准化后得到 x′ij，标准化后的

x′ij转换成无量纲标准化数据，取值范围在[0,1]之间。 

表 1流域生态补偿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内容 指标层 指标属性 权重 

综合效益 

生态效益

0.428 

水生态环境状况 
1 生态补偿指数 负 0.0381 

2 森林覆盖率(%) 正 0.0327 

污染排放监测 
3 主要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 COD 排放量(吨) 负 0.0355 

4 主要水污染物氨氮排放量(吨) 负 0.0284 

生态环境治理 

5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正 0.0370 

6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率(%) 正 0.0418 

7 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公斤) 负 0.0627 

8 每公顷耕地农药使用量(公斤) 负 0.0397 

9 秸秆综合利用率(%) 正 0.0654 

10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重(%) 正 0.0471 

经济效益

0.313 

经济发展水平 
11 GDP 增长率(%) 正 0.0533 

12 实际人均 GDP(元) 正 0.0435 

产业结构调整 
13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正 0.0614 

14 生态农业占比(%) 正 0.0385 

资源高效利用 
15 单位 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负 0.0628 

16 万元 GDP用水量(立方米) 负 0.0253 

生态补偿资金投入 17 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投入额(万元) 正 0.0286 

社会效益

0.258 

环保观念意识 
18 人均生活用水量(升/日) 负 0.0435 

19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正 0.0569 

就业与生活水平 

20 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正 0.0261 

2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正 0.0463 

2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正 0.0455 

23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负 0.0400 

 

 

其中，i=1，…m，为评价年数；j=1，…n，为指标个数；max{xj}和 min{xj}分别表示指标 j中的 m个年份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本研究中 m=8,n=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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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评价指标对综合效益的影响程度不同，须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目前常用的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分为主观权重

法和客观权重法，如层次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熵值法，以及两种及以上方法的加权，本文采用客观权重法的熵值赋权法来计

算各指标的权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赋值方法的缺陷。
[29]
 

用熵权法计算权重的步骤如下： 

第一，第 j个指标下第 i年份指标值的比重： 

 

第二，第 j个指标的信息熵： 

 

第三，信息熵冗余度： 

 

第四，权重： 

 

（三）评价模型 

1.综合效益评价模型 

根据公式（2)—(5）计算的权重，得到如下综合效益评价模型，Fi表示第 i年的综合效益得分。 

 

按照公式（6）计算可得各年的综合效益得分 Fi，按照公式（7）、（8）、（9）分别计算各年的生态效益 ai、经济效益 bi和社

会效益 ci三大效益得分。 

 



 

 6 

其中，na为生态效益指标数，nb为经济效益指标数，nc为社会效益指标数，na+nb+nc=n。 

2.耦合协调度模型 

在计算综合效益和三大效益得分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判断生态补偿政策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三种效益之间的

相互作用程度和协调发展水平。耦合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实现协调发展的动态关联关系，可以反

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程度。它反映的是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但不分利弊。耦合协调度则指耦合相互作用

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它可体现出协调状况的好坏。[30]耦合协调度模型共涉及 3个函数的计算，分别是耦合度 C、协调指

数 T、耦合协调度 D。采用改进的耦合度公式（10）来计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耦合度，判断三个效益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程度。
[31]

协调指数 T 是三大效益的综合发展值，公式（11）中的权重用综合评价体系得出的权重，则协调指数 T 即

为三者的综合效益，等于 F值。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权重及指标贡献率 

按熵值赋权法计算的权重如表 1 所示。不同指标的权重大小，反映 8 年来指标变化幅度的高低。指标差距越明显，变化的

程度越大，其权重越大，该指标对效益水平的影响就越大。总的来看，生态效益的权重最高、经济效益次之、社会效益的权重

最低，分别为 0.428、0.313、0.258。生态效益是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的最主要目标和重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处于

相对次要地位。在生态效益中，秸秆综合利用率和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的权重最大，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水源地实施有机化

肥、农药集中配送体系等生态治理措施可以较好地促进流域生态效益的提升。在经济效益中，单位 GDP 能耗、服务业增加值权

重大，此方面的政策措施如发展生态旅游、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益。在社会效益中，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权重

最大，实际上黄山市的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也

对社会效益提升有重要影响。 

计算 2011—2018 年 23 个指标对综合效益变化的贡献率（即指标值变动与其权重的乘积除以综合效益变动）[32]，如图 1 所

示。绝大多数指标的变动推动了综合效益的提升，但 GDP 增长率和人均生活用水量两个指标的变动对综合效益的提升起负面作

用。其中，单位 GDP 能耗对综合效益的提升贡献率最大（8.36%），其次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8.18%）。GDP 增长率是正向指标，

其负面影响最大，原因在于此期间 GDP 增长率明显下降。由于试点以来黄山市为改善新安江水质，关停、搬迁了数百家工业企

业，第二产业比重从 2012 年开始下降明显，2013 年下降速度最快，降低了 7.6%，使得单位 GDP 能耗显著下降、服务业比重显

著上升，但服务业比重上升不足以弥补工业比重下降带来的机会成本。人均生活用水量是负向指标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

2013—2017年人均生活用水量在不断增加，2018 年开始下降，公众环保意识和绿色生活理念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综合效益及三大效益得分 

纵向分析，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综合效益逐年提升。其中，生态和经济效益均不断提升，社会效益从 2011—2012年提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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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在经历了 2013 年略微降低的过程后，稳步提升（如表 2、图 2 所示）。2013 年的下降是由于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农村居

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两个指标值下降造成的。生态和社会效益在第一轮试点时期增长最快，经济效益增长最快的是在第二轮试点

时期。从效益值看，2018年综合效益和三大效益分别比2011年提升了 4.5倍、18.7 倍、2.8倍、7.2 倍。从效益平均增速看，

2012—2018年综合效益和三大效益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8.8%、68.4%、21.4%、19.6%。由于前期水环境质量水平低，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效益增速明显，后期综合效益和各效益的增长速度逐步放缓。 

 

图 1新安江流域黄山市综合效益指标体系各指标贡献率 

横向分析，2011—2012 年，新安江水环境生态补偿试点政策尚未正式实施，社会系统发展情况优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

这是由于黄山市人居环境、社会事业发展基础好，黄山市在历年全省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排名中始终位于前三位。此时，生态效

益增长最快，但仍处于生态保护滞后的状态。2014 年试点政策完成第一轮，生态效益上升显著。2015—2017 年，第二轮中生态

效益不断提升，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经济效益逐步提升。随着补偿政策不断推进，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的同时，黄山市大力发展

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逐步关注经济效益。两轮试点结束后，社会效益上升较快，居民收入水平提

升，企业、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自觉的行动形成了良性循环。从 2011—2018年各效益的提升倍数、平均值和平均增

速看，经济效益提升水平最低，经济、社会效益平均增速慢于生态效益。生态效益是政策实施的重要目标，水源地在生态补偿

政策实施中，做出了较大的经济牺牲。 

表 2新安江流域黄山市生态补偿各效益得分及耦合协调度 

年份 生态效益 a 经济效益 b 社会效益 c 综合效益 F 耦合度 C 耦合协调度 D 耦合协调度等级 

2011 0.049 0.227 0.286 0.166 0.785 0.165 轻度失调 

2012 0.171 0.281 0.452 0.278 0.926 0.293 勉强协调 

2013 0.376 0.360 0.450 0.390 0.995 0.403 初级协调 

2014 0.599 0.391 0.481 0.503 0.985 0.506 中级协调 

2015 0.672 0.539 0.490 0.583 0.991 0.586 中级协调 

2016 0.761 0.681 0.525 0.675 0.988 0.678 良好协调 

2017 0.846 0.774 0.754 0.800 0.999 0.793 良好协调 

2018 0.966 0.860 0.904 0.917 0.999 0.912 优质协调 

平均 0.555 0.514 0.543 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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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新安江流域水源地黄山市生态补偿效益 

（三）耦合协调度 

三大系统的耦合度 C 值高，说明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非常显著，是一个有机耦合的整体系统。本

文参考廖重斌（1999)[33]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最终得出各项的耦合协调度及等级。如图 2、3 所示，2011—2012 年，社

会、经济优先发展，试点启动后，生态效益明显提升，但生态仍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系统从轻度失调到勉强协调。2013

年，社会、生态效益优先发展，经济效益落后。三大效益处于初级协调状态，经济效益是制约政策效益的主要方面。2014 年，

生态、社会效益优先，经济发展滞后，处于中级协调状态，显示在前期生态补偿政策对生态质量的提升效益显著，对经济发展

提升不明显。2015—2016 年，生态和经济效益发展优先，社会效益发展滞后，三大系统从中级协调到良好协调。2017—2018年，

从良好协调到优质协调阶段。总体来看，三大效益历经轻度失调到勉强协调，初级、中级协调再到优质协调的动态耦合协调过

程。 

 

图 3新安江流域黄山市生态补偿三大效益耦合协调发展指标动态演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11—2018 年新安江流域水源地黄山市数据，构建水源地生态补偿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权的综合

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综合效益，以及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动态耦合协调演进过程，主

要得到以下结论：（1）生态补偿政策给水源地带来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随着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推进，水源地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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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新安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安徽的积极探索和有效实践。（2）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基本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但各效益的增长速度在放缓。（3）生态补偿政策对水源地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

影响程度不尽相同。生态效益在综合效益中占首要地位，是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重点。从各效益的平均增速看，经济、社会效

益低于生态效益；从各效益的平均值看，经济效益的平均水平最低。在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中，水源地做出了较大的经济牺牲。（4）

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大，是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耦合系统。必须兼顾三种效益，三者处于良好耦合协

调的状态，才能达到较好的生态补偿综合效果。 

未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方向：（1）综合并充分考虑水源地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及水资源

生态服务价值，提高生态补偿资金标准，对水源地生态保护给予更多补偿。随着水环境质量提升，生态效益的增长速度放缓，

边际效益的治理成本增加，资金供需缺口较大。一味地依靠水源地牺牲经济、生态修复成本远大于收益的模式，不利于长效机

制的构建，及全流域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应积极采取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方式，充分合理保障生态保护者的利益，如加强技

术、人才、数据等要素资源交流合作，产业园区共建共享等。构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高质量协同发展机制，实现生

态保护地区和受益地区的良性互动。（2）经过近三轮试点，流域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后，应更加关注流域绿色发展能力。以习

近平总书记“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保护好生态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的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引，积极探索水源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有效发挥民间资本、技术和

服务的作用，提升生态循环农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34]充分挖掘水源地绿色发展新动能，形成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3）增强企业、公众的绿色环保理念，大力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循环低碳技术应用和绿色生活消费方式，提高上游生态保护的

积极性、自觉性。着力提高社会参与度，推动生态环保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治理转型。激发内生动力，凝聚社

会合力，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实现高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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